
晚清朱批和上谕的

重大改变

清代的重要政令， 主要通

过两种方式传达： 一是君主在

臣工奏摺上的朱批； 一是另写

的上谕。 一般来说， 朱批是君

主的亲笔， 偏向口语化， 内容

较为简单， 批答后交还上奏人

执行。 而上谕则部分是针对奏

摺的长篇答复———朱批无法全

写， 故须另外拟旨； 还有一部

分则是宣布某项政令， 而未必

针对特定的奏摺。 朱批在体裁

不如上谕工整， 内容也不如上

谕翔实。 不过， 在奏摺兴起的

初期， 即康雍时代， 君主往往

青睐这种直接对话式的长篇朱

批。 到了清朝中期之后， 军机

处这一秘书机关的作用逐渐凸

显， 稍微繁难的意见， 都由君

主口授大意， 交军机大臣、 军

机章京拟定， 再由君主覆审后

发出。

除去侧重礼仪及外事的

敕、诏、制、诰等文书，与日常政

令相关的上谕可分为三类 ，都

是由军机处拟定： 第一类是公

开的“明发”，格式是“某年月日

内阁奉上谕……”。第二类是寄

送某个特定对象的 “廷寄”，格

式是“军机大臣字寄某人，某年

月日奉上谕……”，廷寄的承旨

人是军机大臣， 即皇帝身边的

大秘书， 经军机大臣直接密寄

相关责任人， 该责任人一般身

在外地。第三种叫做“交片”，对

象是京中部院衙门，格式是“交

某机构， 军机大臣奉旨……”。

（见图1?按照 《大清会典 》的说

法，交片是军机处行文的一种，

但实则为军机处传达给京中部

院的谕旨 （昆冈等修：《大清会

典 （光绪朝 ?》卷30，《续修四库

全书 》第794册 ，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年，第274页?。

不管是朱批还是上谕， 都

是君主意志的体现： 亲笔的朱

批固不用说， 由军机处草拟的

明发、 廷寄、 交片上谕， 其中

提到的内阁、 军机处都只是承

旨单位， 而授命者当属君主无

疑。 这一模式被清人看作避免

大权旁落的法宝， 在与历朝制

度比较时， 成为清人颇感自豪

的制度优势 。 但是在晚清时

期， 无论是朱批还是上谕， 在

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有

一些变化， 似无关宏旨； 有一

些则影响着权力结构和制度的

走向。

制度的变化， 缘起于1861

年，让我们从那一年开始说起。

1861年的辛酉政变， 早已为后

人耳熟能详。 政变后产生出垂

帘听政和议政王议政的新体

制， 也改变了原来的政令产生

方式。

1861年8月初 ， 避暑山庄

里因忧惧而病倒的咸丰皇帝 ，

已无法批阅奏摺 。 可是 ， 大

小国事不能积压 ， 尤其面对

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造成的

交困之局 ， 军国大事的处置

间不容发 。 咸丰帝并不能像

小说野史讲的那样 ， 把手中

的 朱 笔 交 给 妃 子 。 8月 2日

（六月二十六日 ） ， 病榻上的

咸丰帝收到奏摺后 ， 不再像

从前那样批摺下旨 ， 而是将

奏摺交给行宫的御前大臣 、

军机大臣阅览 ， 让他们将批

阅意见以及详细的拟旨写成

签条 ， 夹在奏摺中上呈 。 等

到他们返回意见后 ， 咸丰帝

基本上照单全收 ， 并未做太

大的改签 。 这种由亲信大臣

拟批和拟旨 、 君主简单确认

的模式一直持续了 20天 ， 直

到22日皇帝驾崩。

在这之后 ，根据咸丰帝的

遗诏 ，载垣 、端华 、景寿 、肃顺

四位御前大臣 ，穆荫 、匡源 、杜

翰 、焦佑瀛四位军机大臣共八

人 “尽心辅弼 ， 赞襄一切政

务 ”，也就是拟批奏摺 ，处理日

常政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 》第

11册，第263页?。拟批和拟旨的

意见， 由赞襄政务大臣以奏片

和清单的形式上呈， 交给慈安

太后和小皇帝（由生母慈禧太后

代）在首尾钤盖“御赏”与“同道

堂”两枚图章进行确认，然后再

编者按：清宫戏是国剧市场上长盛不衰的

题材， 不论正剧还是戏说， 频频占据话题榜前

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身临其境，一会儿随

着皇帝陛下君临天下， 一会儿跟着一众后妃殊

死宫斗。在此过程中，着实增长了不少关于清代

军国大事、职官制度、诗书礼乐、宫廷家具、器

物、食货、服饰等各方面的知识。 几乎在所有清

宫戏里，都能看到大臣上奏、皇帝批阅的戏码，

《文汇学人》 在此刊发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详

细介绍清代政令传达的知识。

话说，伊斯兰教在 19 世纪反而

成为了塑造现代国家的话语的

来源。也就是说，非西方的因素

同样可以在现代化中扮演积极

作用。 如果多了解对非西方国

家的历史的研究的话， 我们可

以发现： 从强调现代化中的西

方因素 （包括强调本国的亲西

方族群的作用， 比如强调阿拉

伯基督徒的作用） 到强调本土

因素中蕴含的现代化元素 ，这

在 70 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并不

是孤立的现象。 对阿拉伯民族

主义的研究就是如此，乔治·安

东尼乌斯 （George Antonius）等

第一代学者强调阿拉伯基督徒

的中心作用， 强调民族主义的

舶来品属性 ，60、70 年代后西

尔 维 娅·哈 依 姆 （Sylvia G.

Haim） 等人指出现代伊斯兰主

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精神来

源，到 90 年代以后，哈桑·卡雅

勒 （Hasan Kayali）等人强调阿

拉伯地方显贵对民族主义发展

的推动作用以及青年土耳其党

统治的影响， 本土的因素越来

越被重视， 西方中心论的叙事

也逐步被解构， 这或许是对非

西方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进行严

肃研究的必然结果。

传统观念中必然要推行到

全世界的西方模式， 也最终被

学术研究祛魅和解构。 在引用

拜利（C. A. Bayly）等人研究的

基础上， 雅伊哲奥卢博士指出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出现了从

缅甸到海地的全球性的危机和

政治不稳定， 这就是标题所说

“革命的年代”。 美国和法国的

革命仅仅是应对危机的两条道

路， 其他国家也进行了各自的

探索，波兰、伊朗等国的探索是

失败的，波兰最终被瓜分，伊朗

萨法维王朝在集权改革失败后

被权力结构松散的卡加王朝取

代；俄国、瑞典等国则采取了通

过领导人赐予臣民权利的方式

进行体制重组； 奥斯曼帝国以

中央精英和地方显贵在一系列

财政的、 政治的纽带中进行合

作共享的方式来进行改革 ，它

既没有崩溃， 也没有经历制度

的大变革。从宏观来看，作为危

机应对方式的美国革命和法国

革命很难说是独创的， 更不是

注定会胜利， 必然要被其他国

家所效法的。 其他国家同样进

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西方中心论的史观和叙事彻底

无视了这一面， 然而非西方国

家探索的价值不应被西方的最

终胜利掩盖。

当然 ，本书也有一些不足

之处 ，比如对 18、19 世纪之交

市民社会的分析有虎头蛇尾

之嫌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史料

不够）。 再比如，作者在全书结

尾阶段花费了许多笔墨描述

地方显贵在后来奥斯曼帝国

和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中

的作用 ，然而在指出显贵秩序

崛起对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

以及帝国对政治新秩序的探

索的精神遗产外 ，他似乎没有

对这场短暂探索的实际历史

影响做出一个相对详细的评

价。 作者的分析框架让笔者想

起魏斐德在 《洪业 ：清朝开国

史 》里的分析 ，魏斐德认为明

清易代是中国对全球性“17 世

纪危机 ”的反应 ，并明确指出

清朝的政策在短期内帮助中

国走出了 17 世纪危机 ， 但是

从长期来看导致了中国在 19

世纪面对西方影响时的无力 。

那么作为对 18 世纪末 19 世

纪初全球性危机的回应 ，奥斯

曼帝国的改革探索有什么总

体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呢？ 作

者的笔锋非常犀利 ，体现出青

年学者的冲劲 ，但是在评价问

题上 ，作者选择了沉默 ，这让

人有些遗憾。 不过，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 ，

在同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产

生 “土耳其热 ”的背景下 ，它具

有更大的价值 ，因为它给了读

者认识奥斯曼帝国的另一种

可能 ，提醒读者 ：非西方的因

素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 ，都蕴

含着无限的可能。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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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批是朱批，上谕是上谕
———晚清政令的不同传达方式

李文杰

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里认为 ,明清易代是

中国对全球性“17 世纪危机”的反应。


